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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审理、司法独立性与法官裁决

———基于广东省江门市司法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

常延龙　龙小宁　孟　磊＊

　本文使用法院判决书的信息构建微观数据集，首次对广
东省江门市的行政案件异地审理司法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了实证评

估。研究发现，异地审理改革提高了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胜
诉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异地审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行
政干预司法、削弱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且该影响更主要地体
现在以乡镇级政府单位作为被告的案件中。同时，本文还发现，异
地审理改革降低了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的审判效率。

　异地审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审判质量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１９．０４．０５

一、引言及问题的提出

以法院为中心的有效的司法制度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得以成功的基础

（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在中国，正式的法律制度同样在商业纠纷和经济发展中起着
积极作用 （Ｌｏｎｇ，２０１０）。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各行为主体之间
的各类纠纷日益增多，对法律制度的依赖也越来越强。然而，中国司法制度
的有效性被学者们普遍认为较弱 （Ｐｏｔｔｅｒ，１９９９；Ｃｌａｒ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Ｃｌａｒ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Ｗａｎｇ，２００８），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行政干预司法及与
之相伴随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以及解决司
法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适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转型经济体的
中国近年来加快了法治建设和司法领域改革的进程。异地审理改革作为一
种防止行政干预司法、削弱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举措以试点改革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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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被提上议程。
事实上，各转型国家均在防止行政干预司法、提高司法独立性方面做出

了不同的努力 （Ｍｅｓｓｉｃｋ，１９９９；Ｍｅｌｏｎｅ，１９９６；Ｆｉｎｋｅｌ，２００５；Ｎｄｕｌｏ，２０１３；
等等），但是目前中英文文献中鲜有对转型经济体中相关司法改革的成效进行
严谨的实证评估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司法制度改革的研究多为文字论述
或者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仍未成为主流，针对具体
司法改革实践考察因果关系的政策评估更加缺乏。中国的行政案件异地审理
司法改革为相关的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案例。本文试图建立 “异地审
理———司法独立性———法官裁决”的逻辑线索，认为行政案件的异地审理切
断了作为被告的政府单位和审理法院在财务和人事方面的隶属关系，削弱了
政府和法院在长期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使得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减
少，司法的独立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从而影响到法官的判决。同时，异
地审理使得当事人到法院的往返距离增加，集中管辖等具体的异地审理方式
也会使得案件数量相对于审理法院大为增加，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会降低司法
审判的效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基于裁判文书构造的微观数据
集，首次对这一司法制度改革的效果做出评估。
然而，遗憾的是，行政案件的异地审理改革是不同地区以试点的方式逐

步推广的，加之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难以在全国范围的层面上评估
改革的效果，而只能选取某个地区的改革试点进行研究。作为全国试行将司
法管辖区域和行政区划相分离的代表性地区之一，广东省江门市于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１９日起，实行了所谓 “七归一”的行政案件异地审理的改革试点，在全市
范围内实现行政案件审判与行政区划的真正分离，以破除行政干预司法及司
法地方保护主义对案件判决的影响。本文以江门市以及周边五个区县的基层
法院为样本，使用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手工收集的试点改革实施前后共计４０５
件一审行政案件判决文书的相关信息构造案件层面的微观数据集，运用双重
差分估计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实证分析广东江门的异地审
理改革对审判质量 （包括原告的胜诉率和审判效率）的影响，验证了异地审
理改革提高行政案件原告胜诉率和降低司法审判效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取
广东江门的异地审理改革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此地的改革试点年代较近，
法院判决文书的信息可以较容易地得到；同时，江门的异地审理改革影响也
较大，很具有代表性，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窥视中国行政案件异
地审理改革的得与失。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尽管异地审理作为在中国现行

司法制度框架下防止行政干预司法、削弱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可行举措，在
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推广试行，然而几乎没有严谨的实证研究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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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进行评估１，本文填补了这一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空缺；其次，本文通过
严谨的实证分析，探讨了江门异地审理改革的利弊得失，为异地审理改革这
一举措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有助于提高其他地方试行异地审理改革
的信心，而且其中所发现的异地审理降低司法效率的不利影响，也对相关配
套改革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因此本文不但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而
且还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制度背景及江门司法制度
改革的具体举措；第三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
部分介绍文章的数据、变量及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五部分是模型设定和
实证结果及分析部分；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二、制度背景及改革举措

在中国司法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中，行政干预司法及与之相伴的司法地
方保护主义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司法地方保
护主义存在于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各个环节 （刘作翔，２００３）。实证研究也表
明，如果当事人和审理法院所在地一致，那么他们将会面临更有利的判决结
果，如更高的胜诉概率或者判决比 （张维迎和柯荣住，２００２；龙小宁和王俊，

２０１４），而且相对于外地企业来说，中国的法院对本地企业保护得更好
（Ｌｏｎｇ，２０１０）。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在法律
诉讼中得到了优惠待遇，它们有着更高的胜诉率和更高的股票累积异常收益
率 （Ｆｉｒ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对投资者保护法律实施的负向市场
反应更弱 （陈信元等，２００９）。这些文献从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方面，

更加直接地印证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性。

为了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解决司法制度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问
题以适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近年来加快了法治建设和司法领域改革
的进程。异地审理改革作为一种防止行政干预司法、削弱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的有效措施逐渐被提上议程。２０１３年１月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
知》），“决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
作”，试图以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现司法审
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分离。

《通知》发布之后，国内多地开始推行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异地审理的试点

１ 有限的涉及这一改革效果的文章基本都是定性分析，或者基于实地调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包祥
水等，２００７；叶赞平和刘家库，２０１１；付洪林和窦家应，２０１４；沈开举和方涧，２０１６；等等），以及报
纸、网络等媒体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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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３年４月选定其
下辖的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全省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制度的唯一试点

法院，决定在其下辖的７个基层法院中，选择蓬江区法院、新会区法院和开
平市法院等３个基层法院为行政案件的集中管辖法院，这３个法院除了继续
受理本区县的行政案件之外，同时需要审理其余４个区和县级市 （江海区、
台山市、鹤山市和恩平市）发生的行政案件，即所谓的 “七归三”，并定于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１日起正式实施。自此，江门中院开始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
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江门中院进一步将江门市除江海
区之外所有区县的行政案件集中到江海区一家法院，而江海区的行政案件则
由江门中院直接审理。自此之后，江门中院的司法制度改革由１．０版本升级
到２．０版本，“七归三”进化为 “七归一”，这种集中管辖与提级管辖相结合
的行政案件异地审理改革，使江门市成为广东省第一个将司法管辖区域与行
政管理区域真正分离的地级市。２

三、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刘作翔 （２００３）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行政区划体制下，地方
法院实际上变成了地方的法院，这一法院的属地化特征，加上地方利益的存
在，客观上导致了现实中存在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具体地说，中国各
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主要领导和审判员由法院所在辖区同级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和任免。这与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相结合，客观
上为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便利条件。除此之外，
地方法院的经费来源依赖于同级地方政府，法官的薪水和法院运作的资金大
多数都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如果法院的判决对地方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就可能面临着同级地方政府减少司法系统经费预算的威胁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３）。
这使得法院在本质上隶属于政府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二者之间形成了实
质上的委托 代理关系。这也意味着，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单位将会对特定法
院的司法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干预能力。
如果案件被诉至被告所在地之外的其他地方的法院进行审理，那么审理

法院和作为被告的政府单位之间的隶属关系将不复存在，政府单位和本地法
院之间在长期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也将被削弱或者消除，从而使得
司法过程中广泛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大幅减少，这将会直接体现在原告
的胜诉率上。我们预期，江门中院的异地审理改革将会提高行政案件一审判

２ 关于江门异地审理改革的情况介绍，主要参考了吴玉莹和黄磊 “江门试点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制
度”《南方日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９日，第Ａ１１版；以及林晔晗等 《胜诉率提高、上诉率下降———对广
东江门 “民告官”案件异地审理改革的调查》，《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３日，第５版。需要说明的
是，由于２０１３年７月之前的判决文书信息相对难以获得，因此本文主要关注 “七归一”改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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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中原告的胜诉率。从第一次改革到第二次改革，江门实现了行政案件的部
分异地审理到全部异地审理，如果这里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第二次改革之
后，原告的胜诉率将会进一步提高。
其次，对于一审行政案件来说，负责审理的基层法院直接受制于区县级

政府，因此作为被告的区县级政府具有更大的影响司法过程的能力。相对而
言，乡镇级政府被告则更加难以干预司法审判。因此，当个人或者企业向基
层法院提起行政案件的诉讼时，如果面临的被告是乡镇级的政府单位，那么
这将比他们面临区县级或地市级的政府单位被告时，有更高的可能性胜诉。
更进一步地，如果异地审理改革有助于削弱或者破除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那
么它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将主要作用于区县级政府单位作为被告的行政案

件中。３

同时，根据Ｇａｌ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４）提出的当事人资源理论，和乡镇级政府单
位相比，区县级政府可能拥有更为专业的法律知识、更丰富的诉讼经验，或
者有能力聘请更为专业的辩护律师等，从而使得它们在行政诉讼中有更大的
优势。异地审理可以切断审理法院与作为被告的政府之间在财务和人事安排
方面的隶属关系，然而却不会影响上述当事人的 “资源”。因此，相对于乡镇
级政府被告的案件来说，异地审理改革对区县级政府被告的案件的影响可能
更小，这与前述分析的作用方向相反。可以说，异地审理究竟对哪一类案件
的影响更大，本质上是个有待数据检验的实证问题。
最后，江门市的异地审理改革可能会对行政案件的审判效率产生影响。

在改革之前，各个区县的一审行政案件分别由被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审理，
在２０１３年７月的 “七归三”改革之后，所有七个区县的行政案件由三个指定
的基层法院集中审理，这无疑增加了部分异地审理的案件中原告和被告往返
于居住地和法院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的
“七归一”改革之后，除江海区之外的所有区县的行政案件都被划归江海区人
民法院独家审理，这更进一步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运行成本，
降低了司法审判的效率。而且，案件的集中审理，会导致江海区法院由于法
官数量、办公设施有限而带来的审判压力过大，也可能会降低审判的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如下三个待验证的命题：
假设１：异地审理改革能够提高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的可

能性。
假设２：异地审理改革更主要的是提高了以区县级的政府单位作为被告的

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而对乡镇级被告的行政案件影响较弱。
假设３：异地审理改革降低了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的审判效率。

３ 本文的数据中也会涉及地市级政府单位作为被告的案件，但是由于这类案件的样本量较少，因此在
改革效果的异质性方面，我们主要关注乡镇级和区县级两类被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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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和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作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手动

收集的江门市各区县及周边五个区县一审行政案件判决书的信息。４我们搜集

并整理了样本法院范围内从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共计４０５份有效的行政
案件判决文书的信息，据此生成了与法院判决相关的诸变量。同时，根据百
度地图和谷歌地图生成了变量 “是否沿海”和 “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以及
表示原被告到审理法院的距离的一组变量。由此，我们构造了 “江门市异地
审理司法制度改革数据集”，作为本文的核心数据来源。

（二）变量说明

本文用到的一些重要变量的构造及其含义如下。

是否胜诉 （Ｗｉｎ）。这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之一，表示原告在一审行政案
件中胜诉与否，如果原告胜诉，赋值为１，败诉则赋值为０。在胜诉与否的判
断上，本文借鉴了龙小宁和王俊 （２０１４）的做法，即只要原告的法律诉求全
部或者部分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我们就认为原告胜诉。

审理时长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这是本文的另一组被解释变量，表示某一个具体
的司法过程所持续的天数，用以衡量司法审判的效率。它包括四个具体的变
量，分别是 “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受理的时长”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１）、 “从法院受理到
（首次）开庭审理的时长”（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２）、“从法院 （首次）开庭审理到审结的
时长”（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３）和 “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审结的时长”（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４）。

是否试点法院 （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ｒｔ）。如果一起行政案件的审理法院是江门市各
区县的基层法院，则该案件处于改革试点法院 （处理组），该变量赋值为１；

如果是江门市周边五个区县的基层法院，则该案件属于非改革试点法院 （控
制组），该变量赋值为０。

是否开始试行 （Ｐｏｓｔ）。该变量表示某起行政案件的审结日期处于江门
“七归一”改革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之前还是之后。如果处于改革之前，该
变量赋值为０；之后，则赋值为１。

原告的类型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Ｔｙｐｅ）。在样本行政案件中，原告共有三个类型，

分别是个人、企业和事业单位，作者分别对其赋值１，２和３，构造了表示原

４ 江门市的 “周边五区县”具体包括广东省的阳江市阳春市、云浮市新兴县、佛山市高明区、佛山市
顺德区和珠海市斗门区，它们基本囊括了陆地上与样本中所涉及的江门的各个区和县接壤的所有区县
级行政区划。本文选取这五个区县作为江门市各区县的对照组，以使用双重差分估计法对江门改革的
效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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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性质的分类变量。有些案件不止一个原告，本文以第一原告的类型作为该
行政案件原告的类型。
被告的行政级别 （Ａｄｍｉｎ＿Ｌｅｖｅｌ）。本文将被告的行政级别划分为乡镇级、

区县级和地市级三个级别，分别赋值为１，２和３，构造了分类变量 “被告的
行政级别”。对于有一个以上被告的情况，本文以其中行政级别最高者作为该
案件中被告的行政级别。
审判长固定效应 （Ｃｈｉｅｆ＿Ｊｕｄｇｅ）。为了考察行政案件审判中可能存在的审

判长固定效应，本文将所有案件中的共计３２位审判长依次编号，生成了分类
变量 “审判长固定效应”。
除此之外，本文涉及的其他变量还包括 “是否沿海”（Ｃｏａｓｔａｌ）、“是否有

较大河流经过” （Ｒｉｖｅｒ）、 “被告 （或原告）到审理法院的 （道路）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判决年份 （或季度）”（Ｖｅｒｄｉｃｔ＿Ｙｅａｒ／Ｑｕａｒｔｅｒ）等。５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１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是否胜诉 ４０５　 ０．２５４　 ０．４３６　 ０　 １

　申请到受理的时长 （天） １８６　 ３．１２９　 ４．３８０　 ０　 ３６

　受理到审理的时长 （天） ２０１　 ４４．８１６　 ３５．９４４　 ０　 ３９９

　审理到审结的时长 （天） ３６２　 ３７．４０９　 ３１．５１８　 １　 ２５７

　申请到审结的时长 （天） ３１１　 ８４．１７０　 ４９．５５８　 ２２　 ４５５

解释变量

　是否开始试行 ４０５　 ０．５１１　 ０．５００　 ０　 １

　是否试点法院 ４０５　 ０．５４３　 ０．４９９　 ０　 １

　原告的类型 ４０５　 １．３０４　 ０．４７１　 １　 ３

　被告的行政级别 ４０４　 １．８６６　 ０．４９５　 １　 ３

　是否沿海 ４０５　 ０．１７５　 ０．３８１　 ０　 １

　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 ４０５　 ０．６８１　 ０．４６６　 ０　 １

　被告到法院的 （道路）距离 （千米） ４０５　 １５．５９５　 ２４．２４９　 １．１　 １０９

５ “是否沿海”和 “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这两个变量，是法院所在地的特征。对外开放 （国际贸易和
投资）对中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Ｃｌａｒｋ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我们猜测它对江门市及周边区县的行政
案件判决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作用，本文在回归方程中考虑这两个变量，用以捕捉对外开放对司法制
度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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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原告到法院的 （道路）距离 （千米） ２９２　 ９１．１１３　 ２９９．６９９　 １．１　 ２　２０６

　审判长固定效应 ３９５　 １６．９９５　 １０．２５３　 １　 ３２

　　资料来源：作者构建的 “江门市异地审理司法制度改革数据集”。

从表１可以看到，变量 “是否胜诉”的均值为０．２５４，说明在样本行政案
件中，原告在２５．４％的案件中取得胜诉。由于只要在某个行政案件中原告的
诉讼请求部分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文就认为原告在此次诉讼中获胜，因此，
当人们和政府产生纠纷时，得到法院支持的可能性实际上并达不到２５．４％。
度量审判效率的一组变量包括了四个具体的指标。表１的统计结果表明，

平均来看，样本中的行政案件 “申请到受理的时长”大约为３天；“受理到审
理的时长”为４４．８天，意即原被告双方需要在立案之后等待约１．５个月，法
院才会开庭审理；案件从开始审理到审结的过程，将会持续３７．４天；变量
“申请到审结的时长”将前三者综合起来，度量了一起案件从原告向法院提出
诉讼申请到最终审理完毕的整个司法过程的耗时长短，可以看到，样本行政
案件中这一过程的平均时长为８４．２天，接近３个月。

五、模型设定及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部分将使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估计江门市异地审理司法改革的效果，
它允许我们选择一个与试点法院特征类似的对照组构造 “反事实”，从而可以
解决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得到一致的估计量。
在具体的模型设定上，本文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来估计江门市异地审理改革对

判决结果的影响。这里，我们假设审理法官 （全体）对案件的判决结果取决
于不可观测的潜变量ｙ＊，它代表了审理法官因判决某个行政案件中的原告胜
诉而得到的净效用，可表示为下面一系列解释变量的函数：

ｙ＊
ｉｊｔ＝β０＋β１×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ｒｔｊ＋β２×Ｐｏｓｔｔ＋β３×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ｒｔｊ×
Ｐｏｓｔｔ＋Ｚ′ｉｊｔδ＋εｉｊｔ＝Ｘ′ｉｊｔβ＋εｉｊｔ，

（１）

其中，下标ｉ表示某个具体的行政案件，ｊ表示审理的法院，ｔ表示行政案件
审结的时间 （年份或季度）。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ｒｔ和Ｐｏｓｔ分别表示 “是否试点法院”
和 “是否开始试行”；Ｚ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包括 “原告的类型”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Ｔｙｐｅ）、“被告的行政级别” （Ａｄｍｉｎ＿Ｌｅｖｅｌ）、 “审判长固定效应”
（Ｃｈｉｅｆ＿Ｊｕｄｇｅ）、“是否沿海” （Ｃｏａｓｔａｌ）、 “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 （Ｒｉｖｅｒ）、
“判决年份 （或季度）”（Ｖｅｒｄｉｃｔ＿Ｙｅａｒ／Ｑｕａｒｔｅｒ）等。
审理法官判决的依据是，当净效用ｙ＊＞０时，判决原告胜诉，即 Ｗｉｎ＝

１；当ｙ＊≤０时，判决原告败诉，即 Ｗｉｎ＝０。那么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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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可表示为

Ｐｒ（Ｗｉｎｉｊｔ＝１｜Ｘ）＝Ｐｒ（ｙ＊
ｉｊｔ＞０）＝

ｅｘｐ （Ｘ′ｉｊｔβ）
１＋ｅｘｐ （Ｘ′ｉｊｔβ）

．

对于异地审理改革对行政案件审判效率的影响，本文所使用的模型具体
设定如下：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ｊｔ＝β０＋β１×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ｒｔｊ＋β２×Ｐｏｓｔｔ＋β３×
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ｒｔｊ×Ｐｏｓｔｔ＋Ｚ′ｉｊｔδ＋εｉｊｔ ． （２）

模型 （２）中各变量的含义同模型 （１）。上述模型中，ε是随机扰动项；

β０，β１，β２，β３和δ是待估计的参数，其中交互项的系数β３代表了司法改革的
效果，是本文的关注重点。

（二）对判决结果的影响

本小节通过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来展示估计结果，以验证文章的研
究假设１，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２。

表２　异地审理改革对原告胜诉可能性的影响

变量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是否胜诉 是否胜诉 是否胜诉 是否胜诉

（１） （２） （３） （４）

是否开始试行 －０．９１３ －０．９９７ －２．３８１＊＊＊ －０．０５１

（０．７１３） （０．６４５） （０．６７３） （１．１８７）

是否试点法院 －０．６８２ －０．５８０ －３．１１２ －１．２８３

（０．５９５） （０．５３０） （２．３１５） （１．６７４）

是否开始试行×是否试点法院 １．３３１＊ １．４４２＊ ２．９３２＊＊ ２．０５８＊

（０．７４６） （０．７８４） （１．４４１） （１．１１８）

原告的类型 （企业） －０．２９９ －０．６５９＊＊＊ －０．６９９＊＊＊

（０．２７７） （０．２４８） （０．２６４）

原告的类型 （事业单位） — — —

被告的行政级别 （区县级） －１．５４９＊＊＊ －１．７８４＊＊＊ －１．８４５＊＊＊

（０．２９９） （０．３６３） （０．３９９）

被告的行政级别 （地市级） －２．４２３＊＊＊ －４．０４７＊＊＊ －４．１３８＊＊＊

（０．４３６） （０．９９３） （１．０７３）

是否沿海 ０．４３９ －１．１７３ －０．３９１

（０．５９０） （２．０６０） （１．４９２）

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 －０．２３８　 １．７７１　 １．１６４

（０．４２９） （１．８４３） （１．２６９）

审判长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判决年份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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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是否胜诉 是否胜诉 是否胜诉 是否胜诉

（１） （２） （３） （４）

常数项 －０．６４５　 ０．６６９　 １．５１５＊＊＊ ０．９２０

（０．５５８） （０．５６９） （０．３８０） （１．７２４）

观测值 ４０５　 ４０２　 ３６８　 ３６７

拟合优度 （伪Ｒ２） ０．０１９　 ０．１１２　 ０．２１７　 ０．２４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聚类到 “法院—判决年份”层

面的稳健标准误；“—”表示由于观测值较少，没有估计出相应的系数，其他表格同义，不再说明。

表２中的第 （１）列是双重差分模型的简单回归，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
量。从中可以看出，变量 “是否开始试行”和 “是否试点法院”的交互项的
估计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一基本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１。
表２中的其他列方程在第 （１）列方程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更多的控制

变量。可以看到，各回归方程中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并且在５％或１０％的
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胜诉率的因素之后，异地审
理改革仍然提高了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本文的假设１被证
实。我们还发现，变量 “被告的行政级别”中的 “区县级”和 “地市级”的
系数在所有方程中全部显著为负。这说明相对于乡镇级政府单位被告，当面
临的被告是区县级或者地市级的政府单位时，原告胜诉的可能性更低，这与
常延龙和刘一鸣 （２０１８）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此外，第 （３）和 （４）列控制
了 “审判长固定效应”，以检验不同的审判长是否会对判决结果有不同的影
响。回归结果表明，不同的审判长审理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普遍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６，而且伪Ｒ２由第 （２）列的０．１１２增加到第 （３）列的０．２１７，
说明该变量对案件的判决结果有着较强的解释力。

（三）对审判效率的影响

本小节直接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异地审理改革对审判效率的影响。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异地审理改革对审判效率的影响

变量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申请到受理 受理到审理 审理到审结 申请到审结

（１） （２） （３） （４）

是否开始试行 －１．５５７＊＊ －３８．４９３＊＊ －７．８２５ －４３．０００＊＊

（０．５５５） （１５．３７２） （６．１１８） （１５．７５９）

６ 限于篇幅，此处未报告 “审判长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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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申请到受理 受理到审理 审理到审结 申请到审结

（１） （２） （３） （４）

是否试点法院 ０．４３０ －７０．１０７＊＊ ２．１６９ －２７．８０４

（１．６１０） （２８．０１２） （５．９９８） （１８．９２５）

是否开始试行×是否试点法院 ０．４１９　 １００．２０７＊＊＊ ７．２７８　 ５３．１６５

（０．４９８） （２９．６８３） （６．２８７） （３１．１７７）

原告的类型 （企业） １．４８８＊＊ １６．６７５ －１．９６８　 １３．４４７

（０．６０９） （１１．２７８） （４．５８７） （９．８７８）

原告的类型 （事业单位） — －３６．９５６　 １．４１７ —

— （２７．３６０） （５．６０３） —

被告的行政级别 （区县级） －２．４７３＊＊ ２．３１０　 ２．１０７　 ３．６２７

（１．０３２） （４．８６８） （３．４３１） （３．８７１）

被告的行政级别 （地市级） — －１０．４０６ －１．２１９ －４．４５１

— （１３．１２２） （５．８５４） （２０．２４４）

是否沿海 １．２６６　 ２．９０３ －２０．６５６＊＊＊ ２．７８８

（１．５８５） （８．９２４） （５．７４０） （１６．７１６）

是否有较大河流经过 －３．７１４　 ４．２５９ －１０．７６５＊ －２３．０２３

（２．５９６） （１１．７１４） （５．２５７） （１５．５５８）

审判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判决年份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８．６２６＊＊＊ ４５．４６３　 ５５．９９５＊＊＊ ９５．４５７＊＊＊

（２．５２３） （２６．９７９） （１０．８７７） （１７．２４６）

观测值 １８２　 １９８　 ３５４　 ３３７

拟合优度 （Ｒ２）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３　 ０．２１７　 ０．２７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聚类到 “法院—判决年份”层

面的稳健标准误。

从表３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第 （１）列中交互项的系数是正的，但是并
不显著，意味着异地审理改革并不会影响到原告起诉到法院受理的等待时长。
第 （２）列中交互项的系数为１００．２０７，并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
验，说明异地审理改革延长了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从法院受理到开庭审理的
时长大约１００天。第 （３）列中交互项的系数仍然是正的，但是并不具有统计
上的显著性，说明了这项改革并没有对案件从开庭审理到审理完结的时间跨
度产生大的影响。第 （４）列交互项的系数为５３．１６５，且十分接近１０％的显
著性 （ｐ值为０．１０００７），其含义是异地审理司法改革使得江门市一审行政案
件的整个司法过程的进展延缓了５３天。表３各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异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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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降低了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的审判效率，假设３得到证实。

（四）异质性分析和影响机制探讨

本文进一步考察江门市异地审理改革效果的异质性，以探讨它对判决结
果的影响究竟体现在区县级还是乡镇级被告的案件中，即本文的假设２。为
此，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 “是否开始试行”“是否试点法院”和 “是否区
县级被告”三个变量的交互项，以使用三重差分模型 （ＤＤＤ）对此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４第 （１）列。

表４　异地审理改革对原告胜诉可能性和审判效率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是否胜诉 申请到受理 受理到审理 审理到审结 申请到审结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开始试行 －２．８６６＊ －３．７８７ －５５．５６８＊ －５．６１９ －４５．６９０＊＊

（１．６７８） （３．０２９） （２８．８１３） （１０．５３５） （１７．９７０）

是否试点法院 －４．２５４＊＊ ０．４３７ －６５．６０２＊ ３．５２４ －５２．３９２

（１．９３６） （１．５６７） （３４．２９８） （７．２９７） （３６．１５１）

是否区县级被告 －４．３９７＊＊＊ －３．３８５＊＊＊ －７．７１３＊＊＊ ８．６５０＊ ５．２４９

（０．７７６） （０．８２０） （７．２５８） （４．４９５） （７．７１４）

是否开始试行×是否试点法院 ４．８３１＊＊＊ ０．１６６　 ９８．２２４＊＊＊ ９．５５９　 １２１．４８１＊

（１．６１８） （０．８４３） （２８．９７３） （９．５８６） （７０．４３６）

是否开始试行×是否区县级被告 ２．８８９＊＊ ２．０９０　 １４．４９９ －６．８８５　 １．６２６

（１．３１０） （２．６７４） （１１．６６０） （９．５９５） （１２．８１２）

是否试点法院×是否区县级被告 ３．４１６＊＊＊ ０．０８５　 ６．７４５ －３．４３８ －１１．５７７

（１．１９２） （０．８２３） （９．６３０） （４．２７５） （１０．３１３）

是否开始试行×是否试点法院×是

否区县级被告
－３．５２４＊＊ — ４５．３１４ －３．２６７　 ７．４８９

（１．５７６） — （６６．３０７） （９．３７３） （１３．０１５）

控制变量 （案件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法院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判决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３．９２８＊＊ ９．５０７＊＊＊ １６．８５６　 ４８．９５４＊＊＊ ８８．４８４＊＊＊

（１．７２０） （２．１２１） （２５．５３０） （１２．２２３） （１５．５７７）

观测值 ３４２　 １８２　 １９０　 ３３２　 ３０６

拟合优度 （Ｒ２／伪Ｒ２） ０．２４８　 ０．２１５　 ０．２４４　 ０．２１１　 ０．２８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聚类到 “法院—判决年份”层

面的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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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中第 （１）列的回归结果揭示了三个基本事实：①交互项 “是否开始
试行×是否试点法院”的系数为４．８３１，并且在１％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异地
审理改革提高了乡镇级被告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②三次交互项的系数为

－３．５２４，且在５％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异地审理改革对区县级被告案件
中原告胜诉率的提高作用远低于乡镇级被告案件，该结论证否了前文所提出
的假设２；③异地审理改革也确实提高了区县级被告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
（４．８３１－３．５２４＝１．３０７）。前两个发现与Ｇａｌａｎｔｅｒ（１９７４）的当事人资源理论
的预测相一致，而第三点则支持了行政干预司法的理论分析。可以说，理论
分析部分阐述的两个作用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证支持。

本文同样使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异地审理改革对案件审判效率的异质

性影响。可以看到，表４中第 （３）、（５）列的三次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为正
数，然而它们都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异地审理改革对司法
审判效率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在被告行政级别方面的异质性。

理论分析部分提出了异地审理影响审判效率的两个可能的作用渠道：一
是案件的异地审理导致交通距离增加；二是集中审理这一特定方式造成案件
积压。前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异地审理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到行政案件从申请
到受理、从开庭审理到审结的效率，而仅仅延缓了法院受理到开庭审理的等
待时长，进而延缓了从申请到审结的整个司法过程的进度，这一结果更支持
第二个作用渠道，即案件数量增加，给审理法院有限的法官、办公设施带来
了压力，造成案件积压，从而降低了审判效率。７

为了检验第一个作用渠道是否起作用，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加入 “被告
到审理法院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ｄ）和 “原告到审理法院的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

这两个变量进行回归 （见表５），并且发现了如下几个基本事实：首先，被告
到法院的距离对四个审判效率变量均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原告到法
院的距离对审理到审结的时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８，而对其他三个审判效率变
量则没有显著影响；最后，在控制原告或被告到法院的距离之后，交互项的
显著性水平和量级均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前述结果或许意味着，交通距
离的增加并不是异地审理降低案件审判效率的作用渠道。

上述分析也表明，降低行政案件的审判效率并不是异地审理本身的问题，

而更多的是集中管辖这一异地审理的方式导致的。

７ 根据报道，江门市在开启 “七归一”异地审理司法改革后，在全市范围内抽调了１２名审判人员充实
到江海区法院的法官队伍，以应对案多人少的压力，这一事实与此处的推断相一致。参见杨亮等 “广
州 ‘民告官’案将由铁路法院审理”，《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５年６月５日，第ＡＡ０５版。
８ 然而其系数大小仅为０．０１４，意味着原告到法院的距离每增加１００千米 （该变量的均值为９１．１１３），
案件从开庭审理到审结的进度只延缓１．４天 （该变量的均值为３７．４０９），这个影响是非常小的，可以
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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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慰剂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有一个重要假设，那就是假如改革没有发生，那么处理组

和对照组的结果变量应当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即所谓的 “共同趋势假设”，

这是该模型得到一致 （或无偏）估计量的前提。本文检验该假设的具体做法

是，选取改革之前的子样本作为新的样本，然后在该子样本中选定一个假想

的异地审理司法改革时点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据此生成 “安慰剂”变量 “是

否开始试行”（Ｐｏｓｔ＿Ｐｌａｃｅｂｏ），然后重新进行前述的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如果

共同趋势假设成立，那么 （之前显著的）交互项的系数此时就应当不显著。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６。

表６　异地审理改革对原告胜诉可能性和审判效率的影响 （安慰剂检验）

变量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是否胜诉 申请到受理 受理到审理 审理到审结 申请到审结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开始试行 （Ｐｏｓｔ＿Ｐｌａｃｅｂｏ） ０．２５８ －０．０８３　 １８．０５９＊ ８．６２６　 ４．２４５

（０．９１５） （０．６８０） （８．３５５） （８．５９９） （１７．１５２）

是否试点法院 ０．０９９ －０．８２６＊ ４３．２４７＊ １５．７９６＊ ２０．４６３

（１．２５５） （０．４０９） （２０．４８６） （７．４８１） （８．２３５）
是否开始试行 （Ｐｏｓｔ＿Ｐｌａｃｅｂｏ）×

是否试点法院
－０．９６５ — －３９．１１９ －２．９９１ －２２．８８８

（１．４９３） — （２２．９１７） （１０．６８９） （１５．２００）

控制变量 （案件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法院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判决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３５０　 ６．０４４＊＊＊ ５４．６０５＊＊ ３０．５７７　 ８３．７６７＊＊＊

（１．０９０） （０．９９４） （１７．８９３） （１２．４２１） （１８．６３７）

观测值 １５８　 １１０　 １１９　 １９１　 １８１

拟合优度 （Ｒ２／伪Ｒ２） ０．２５１　 ０．２０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２　 ０．２９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聚类到 “法院—判决年份”层

面的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报告。

从表６可以看出，第 （１）列的交互项系数是负的，但是并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说明这一假想的异地审理改革并不会对江门市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

胜诉的可能性产生影响。第 （３）、（５）列中交互项的系数都是负的，并且都

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表明假想的异地审理改革同样也不会影响行政案

件的审理时长。此外，我们还针对该子样本估计了 “是否试点法院”和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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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季度”的交互效应９，所得结论大体一致。上述分析表明，在本文所使用的

双重差分模型中，共同趋势假设是成立的，因此前文的实证结果是可信的。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文章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本文接下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

讨论。１０

１．重置样本的时间范围

本文关注的江门市异地审理改革 （“七归一”）是在江门市第一次异地审

理改革 （“七归三”）基础上的深化，如果异地审理对判决结果和审判效率有

作用，那么它的效应相对于第一次改革而言也应当成立。我们剔除江门市第

一次异地审理改革 （即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１日）之前的观测值，重新使用双重差

分模型估计了改革的效果。回归结果与前文大体相同，所得到的基本结论不

受影响。

２．改变部分变量的度量方法

（１）将 “判决年份”改为 “判决季度”。我们用行政案件公开宣判时的季

度，即变量 “判决季度”替换 “判决年份”，以尽可能多地捕捉原告胜负情况

和审判效率变化的时间趋势，使得司法改革效应的估计更加 “干净”。

（２）重新构造变量 “被告的行政级别”。前文关于该变量的构造，当有不

止一个被告时，以所有被告中行政级别最高者为准，此处，我们以第一被告

的行政级别为准。

（３）重新构造变量 “是否开始试行”。前文构造该变量的依据是案件的审

结日期，此处我们依据的是案件的起诉日期或受理日期。１１

我们使用新构造的上述三个变量，分别重复了前述各回归方程，发现估

计结果没有大的变化，所有主要结论均成立。

３．采用聚类到不同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使用聚类标准误的前提条件是，聚类数要足够多，否则可能会得到不

一致的标准差的估计量，从而使得统计推断失效。为了克服这一潜在问题，

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了 “法院—判决季度”层面，然后重复了正文中的所

有回归，发现所得到的估计结果与之前大体相同，文章的基本结论仍然是

成立的。

９ 这相当于将每个季度都看作一个假想的异地审理司法改革的时间点。限于篇幅，结果未报告。
１０ 受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各个回归结果未报告。
１１ 根据统计，样本中起诉日期和受理日期这两个信息均不完整，缺失占比分别为２２．０７％和５３．８３％，
因此我们在生成新的 “是否开始试行”变量时，同时参考了这两个日期的信息，以尽可能地减少样本
容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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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论

本文通过法院公布的行政案件判决书的信息构建数据集，使用双重差分

模型，对江门市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开始实施的异地审理司法改革的效果从

实证角度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①异地审理改革提高了江门市一审行政案

件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②异地审理改革更主要的是提高了以乡镇级的政府

单位作为被告的案件中原告胜诉的可能性，而对区县级被告的行政案件影响

相对较小；③江门市的异地审理改革通过延长 “受理到审理的时长”而延缓

了从原告起诉到法院审结的整个司法过程的进程，降低了行政案件的审判效

率。结论①和②意味着江门市的异地审理改革试点基本达到了其最初的目

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这是此次改革的收益

所在；而结论③则表明，这一改革也无可避免地为司法制度的运行带来了

成本。

此外，本文还发现了行政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两个 “司法偏误”。首先，相

对于乡镇级的政府单位，原告在区县级的政府单位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

中有更低的可能性胜诉。这说明，行政案件的判决结果随着被告的行政级别

不同而有所差异。其次，我们发现，样本中行政案件的判决具有显著的 “审

判长固定效应”，即审判长不同的行政案件判决结果也不同。上述发现，有助

于加深人们对现实的司法制度运行过程的认识。

另外，需要提及的是，行政案件的异地审理改革是不同地区以试点的方

式逐步推广的，加之微观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难以在全国范围的层面上

评估改革的效果，而是只选取了广东江门这一异地审理改革试点的典型代表

进行研究。因此，作为学术研究来说，为了严谨起见，本文不特别强调文章

结论的普适性。

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快速增长中的转型国家，如何在中国既定的制度框架

下，克服行政干预司法，使法院作为公正的裁判有效解决经济行为主体之间

的商业纠纷，以及合理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防止行政权力对私人产权的

侵犯，显得非常迫切。为此，各地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先后进行了

长达十多年的探索与尝试，广东江门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本文第一次以个

别省份内的改革为例，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异地审理改革的有效性，这有助

于提高其他地方试行相关司法改革的信心，其中所发现的异地审理降低司法

效率的不利影响，也对相关配套改革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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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ＡＮＬ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ＬＯＮＧ　ＬＥＩＭＥＮＧ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ｗ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ｆｆ－ｓｉｔｅ　ｔｒ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ｆｏｒ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ｏｒ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Ｙａｎｌ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ｔｈｅ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４２２
Ｓｉｍ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Ｒｏａｄ，Ｓｉｍ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ｍｅｎ，Ｆｕｊｉａｎ，３６１００５，Ｃｈｉｎａ；Ｔｅｌ：
８６－１５９５９２５５２１２；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ｌｏｎｇ１９８８＠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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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ｓ　ａｓ　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ｍｅ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

ｔｉｎｇ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ｆｆ－ｓｉｔｅ　ｔｒｉａｌ，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ｖｅｒｄｉ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１０，Ｋ４１，Ｋ４２


